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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诉前调解，将诉讼调解程序提前到了诉讼开始之前，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组成部分；行政争议诉前

调解，是在当事人对行政争议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产生行政争议时，当事人向行政争议调解中心

申请调解，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就该行政争议进行诉前协调。本文以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兴起的时代背景、

我国立法现状与实践运行为起点，通过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功能定位分析该制度的理论价值，探索该制

度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的理论争议与现实困境。目前，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在实践中存在立法规定不统一、

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不健全、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不明确等困境。应加快完善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统

一的立法规定，优化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明确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在行政诉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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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which advances the litigation mediation process to the beginning of litiga-
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non-litigation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the pre-litigation medi-
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is that when the parties fil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dministra-
tive reconsideration or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on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the parties apply to the 
administrative dispute mediation center for medi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dispute mediation 
center coordinates the administrative dispute before litigatio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egislation and prac-
tical oper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heoretical value of the system through the func-
tional orientation of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and explores the theoreti-
cal disputes and practical difficulties existing i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of the system.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in the practice of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such as inconsistent legislative provisions, imperfect judicial confirmation procedures of mediation 
agreements, and unclear legal effect of mediation agreements. We should speed up the improve-
ment of the unified legislative provisions on the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of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optimize the judicial confirmation process of the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agreement of administra-
tive disputes, clarify the legal effect of the pre-litigation mediation agreement of administrative dis-
putes, and substantively resolve administrative disputes before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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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利益格局的多元化导致社会矛盾与价值冲突日益明显，行政机关面临的行政

纠纷也愈发复杂化。法院面临前所未有的“诉讼爆炸”，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导致“案多人少”矛盾日益

突出，行政争议诉前调解作为一项具有实践理性和法意识需求为导向的非诉程序，是实现诉源治理、缓

解法院“案多人少”诉讼压力、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有效措施。近几年来，浙江省各市成立了“行政

争议调解中心”，为探索 ADR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实质化解行政争议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实践中，

由于行政调解立法依据的缺失，各地法院对诉前调解规定不统一及实践经验有限，学术界对诉前调解相

关研究较少，对实践中出现的困境不能及时完善。如何合法、正当、合理地运用诉前调解促进行政争议

化解在诉前，是缓解持续增长的司法案件与有限的司法资源两者之间不平衡以及实质性化解行政机关和

行政相对人之间行政争议的重要课题。 

2.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发展的现实图景 

2.1.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兴起的时代背景 

2.1.1. 国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DR)的起源 
发端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美国并以批判和反思“对抗性”解决纠纷机制为主轴的 ADR 运动，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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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成为席卷全球覆盖行政法领域的司法改革运动[1]。ADR 制度是英文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的缩

写，即“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包括了调解、谈判、仲裁、早期中立评估

等，ADR 形式多样性体现出其“替代性”的特征，即对法院审判程序的替代[2]。娜嘉·亚历山大认为

ADR 机制的目标是高效化解纠纷，高效化解纠纷旨在减少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诉讼时间、节约司法资源

成本、减轻法官的办案工作量[1]。棚濑孝雄认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迅速而节约费用”的纠纷

解决方式，在社会纠纷解决领域中相比审判来讲，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能更好地追求“符合实际的解决”

这一理想目标[3]。 

2.1.2. 国内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兴起 
诉前调解是对诉至法院的纠纷正式进入诉讼程序前，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分流后，使用审判资源以外

的非司法手段使纠纷化解在诉前[4]。1989 年《行政诉讼法》规定“不适用调解”，2014 年修改通过的《行

政诉讼法》规定了不适用调解原则及例外，确立了行政诉讼有限调解制度，例外规定了在行政赔偿、行

政补偿以及行使法定自由裁量权的三类案件可以调解。在 2014 年《行政诉讼法》修改之前，2007 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中对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及行使法定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进行

调解做出了规定，我国行政诉讼法从最早期的“不适用调解”逐步发展为“有限适用调解”。2021 年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推进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意见》中，首次明确提出行政争议的诉前调

解制度，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欧美国家 ADR 的出现是对西方国家“权利爆炸”的回应，对于尚未形成

现代社会权利观的中国来说，调解更具有可接受性，有条件地调解也契合当下中国社会的法意识需求[5]。
范愉教授所言：“法院通过调解，将一部分棘手和烦琐的纠纷‘圆满’地处理掉，不仅能够减少社会的

指责，而且能够为自己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因此法院的实用主义态度和工具主义职能都促成了对调解

的重新借重。”[6]诉前调解并没有《行政诉讼法》的依据，章剑生教授认为诉前调解是一种实践理性的

产物，为当事人提供了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选项，只要不违背当事人自愿原则的诉前调解具有正当性基

础，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适用调解的规定，只是将诉讼调解程序提前到了诉讼开始之前；但也

存在诉前调解程序没有《行政诉讼法》上的依据，应当对诉前调解的基本程序加以规范，调解必须在法

规范引领下进行。 

2.2. 我国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立法现状与实践运行 

2.2.1. 我国各地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立法现状 
在《行政诉讼法》中尚未对该制度有明确规定，仅有最高院出台的司法文件予以规定。2010 年最高

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第八条规定：“进一

步做好诉前调解工作。在收到当事人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之后、正式立案之前，对于未经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行业调解等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调处的案件，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先行就近、就地选择非诉讼调

解组织解决纠纷，力争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该意见为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立法提供了指引，重视诉

前调解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2021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推进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

意见》第五条第一款规定了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使法定自由裁量权、当事人要求和解的案件或者通

过和解方式更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法院在立案前可以通过第三方进行诉前调解，第六条

第一款规定“经诉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当事人共同申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和解协议

效力，出具行政诉前调解书。”该意见创设性地提出行政诉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7]。 
我国尚未制定专门的《行政调解法》，除了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文件中对行政争议诉

前调解的规定以外，各地方制定了不同的行政调解办法作为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依据。从省级政府规章

来看，目前有浙江、江苏、北京、辽宁的省级人民政府颁布了专门的政府规章《行政调解办法》；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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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政府规章来看，目前广州市、南京市、武汉市等市级的人民政府也颁布了类似的行政调解规定或办法。

上述省市颁布的行政调解办法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缺失，为制定全国性的行政争议调解办法

积累了宝贵经验[8]。杭州市对行政争议进行诉前调解的主要依据是 2016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布的《浙江

省行政调解办法》、2021 年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杭州市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办法》、各个法院及

其附设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对行政调解的具体规定。 

2.2.2. 杭州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的实践运行 
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是由人民法院主导，同级人民政府法制机构、司法行政主管部门协助，涉诉行政

机关承担争议化解主体责任，通过相互协同配合，共同推进行政争议调解工作的纠纷化解平台。12017
年浙江安吉法院与湖州市法制办联合设立“湖州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系浙江省首家化解行政争议的

平台[9]。2018 年 12 月，在总结余杭区等地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运行经验的基础上，杭州市本级中心成立。

2019 年 12 月，浙江省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在杭州揭牌，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由此实现省市县全覆盖[10]。2020
年 7 月 20 日，杭州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开始实质化运行，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受理并调解以下行政争议案

件：一是杭州市行政复议局移交的行政复议案件，含案前、案中、案后；二是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移交

的行政诉讼案件，含诉前、诉中、诉后；三是市级行政机关执法过程中，当事人或者行政机关向市行政

争议调解中心申请调解的行政争议案件；四是区、县(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经当事人同意、移送市行政争

议调解中心调解的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行政复议案件或行政诉讼案件申请人可以在申请复议时或者

在向法院起诉时提出案前或诉前调解申请；也可以在复议或行政诉讼过程中，提出案中或诉中调解申请；

也可以对行政执法争议直接向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提出调解申请。2 
杭州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实质化运行的公告中，对诉前调解的方式规定了两种：一是依职权。行政

争议调解中心对行政复议局移交的行政复议案件、市中级人民法院移交的行政诉前案件、市级行政机关

执法过程中产生行政争议的行政机关申请调解案件、区县调解中心经当事人同意移送的重大案件，市行

政争议调解中心可以对上述四类“公权力行使机关”移交或申请的行政争议案件依职权进行诉前调解。

二是依申请。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对行政复议案件当事人申请复议时、行政诉讼案件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时、当事人产生行政执法争议时，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可以对上述行政相对人申请的行政争议案

件进行诉前调解。诉前调解包括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行政复议前、行政诉讼前、产生行政争议时。诉前

调解在实践中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实质性地化解了行政争议。

杭州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成立三年以来，全市行政争议经案前调解(诉前调解)和案中协调化解(复议调解)
达成调解的行政争议案件数量见表 1。2020 年行政争议的综合调解率达到 47%，2021 年综合调解率达到

了 56%，2022 年综合调解率达到了 43%。如表 1 中 2020 年、2021 年的案前调解的案件量可见，行政争

议的案前调解相对于案中协调化解的案件量占综合调解率的比例更大，因此推进和优化行政争议诉前调

解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Table 1. Analy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mediation rate before and during the administrative dispute case from 2020 to 2022 
表 1. 2020 年~2022 年行政争议案前和案中的综合调解率分析 

年份 复议案件量 案前调解(诉前调解) 案中协调(复议调解) 综合调解率 

2020 3662 987 555 47% 

2021 3475 1857 246 56% 

2022 1676 案前、案中调解结案共计 719 43% 

 

 

1萧山司法.《“民告官”非得对簿公堂？NO！萧山有个平台可以这样处理》[OL]. 杭州: 萧山司法公众号, 2018.12.27. 
2杭州司法局.《关于杭州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实质化运行的公告》[OL]. 杭州: 杭州司法局官网, 2020. [2023.9.5].  
http://sf.hangzhou.gov.cn/art/2020/8/4/art_1659339_542563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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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作为非诉解纷机制的功能定位 

3.1. 诉源治理的重要举措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人民群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行政争

议通过诉讼途径进入法院。在立案登记制下，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数量大幅的上涨和司法资源的

有限性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下，通过诉源治理实现“系统治理、

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坚持把“非诉讼纠纷机制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量”。

郭彦立足于成都法院诉源治理的实践，认为诉源治理在基层治理的层面应避免纠纷的产生，促使纠

纷止于萌芽；在减少纠纷进入诉讼的层面应避免已经形成的纠纷升级为诉讼，促使纠纷向诉讼以外

的非诉讼解决方式有效分流[11]。推动矛盾化解从终端的行政审判向源头的诉源预防延伸，通过源

头治理预防矛盾发展为纠纷，通过诉前调解阻止纠纷升级为诉讼，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诉前的非诉讼

阶段。 

3.2. 行政审判的现实需要 

司法审判是解决行政争议的最终救济方式，不是唯一的方式。司法机关通过行政审判对行政机关

行使行政职权进行监督，司法权不能取代行政权的行使；行政机关进行自我纠正相比司法机关的外力

纠正，在救济的及时性、甄别的专业性、救济的广泛性、效果的警示性、公信力的修复性方面具有显

著优势[12]。2023 年 9 月 1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二十三条规定了三种情形的申请人应当先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一是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

罚决定不服；二是认为行政机关存在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未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三是申请政府信息

公开，行政机关不予公开。该规定正面限制了出现这三种情形的行政争议直接进入行政诉讼程序的诉

权，说明行政机关对上述行政争议有必要通过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进行自我纠错，司法机关的行政审判

是司法最终救济。 

3.3. 实质性化解纠纷的有效措施 

行政诉讼是化解行政争议的方法之一，不是所有进入行政诉讼的纠纷都能够得到实质性化解。王万

华教授认为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的内涵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行政诉讼程序上的实质终结，行政诉讼程

序终结后未再次启动新的法律程序；另一方面是行政实体法律关系获得实质处理，即经过行政诉讼程序

后原告权益获得实质救济[13]。行政争议的形成往往具有复杂性，人民法院在立案审查行政争议时所考量

的标准不一，导致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适用标准也界定不一，致使下列两种情形形成：一是在以结案

数和结案率为主要考核目标的绩效考核管理体系下，行政审判可能存在追求“案结”并非“事了”为目

的功利主义结案倾向[14]；二是由于履行判决的适用中存在程序空转等现象，履行判决实质性化解行政争

议的效果不明显[15]。第一种“案结事未了”情形产生的原因是，法院对于行政诉讼一般不作出具有明确

的给付内容及时间的给付类判决，仅认定行政程序瑕疵问题作出确认违法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并未对

原告真实的诉讼目的进行回应，就容易造成诉讼程序的循环[16]，给付类判决不仅决定着对原告的救济程

度，并直接影响到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干预程度[17]；第二种“程序空转”情形产生的原因是法院对于作出

履行判决、给付判决内容的不明确，具体到对于履行与给付的时间、方式、如何履行、给付数额等不明

确，导致当事人后续的申诉行为。行政争议诉前调解注重对当事人的真实诉求进行回应，在诉前调解下

达成双方认可并能实质履行的调解协议，是实质性化解纠纷的有效措施，防止因“案结事未了”、“程

序空转”造成对司法资源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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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作为非诉解纷机制的现实困境 

4.1.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立法规定不统一 

行政诉讼法中对调解的规定从 1989 年的“不适用调解”发展到 2014 年修改后的“有限调解”，行

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及行使法定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我国目前尚未制定专门的行政调解法，仅

有最高院出台的司法文件予以规定。《关于推进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意见》中第五条第一款“当

事人要求和解的案件或者通过和解方式更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法院在立案前可以通过第

三方进行诉前调解”，实质上扩大了行政争议诉前适用调解的范围，不过具体行政争议案件适用诉前调

解与否的选择权交给了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有利于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的判断标准未明确，

导致了人民法院具有“可以适用或者不适用诉前调解”的自由裁量权。对于诉前调解未有统一的法律规

范下，各地地方政府制定了地方规章《行政调解办法》《行政调解法规》来扩大行政争议调解的适用范

围，但实践中各地对行政争议调解的适用标准不一，缺乏上位法的依据。关于行政诉前调解的适用范围，

《繁简分流意见》中的规定实际上把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范围的判断权交给了人民法院。梁凤云庭长和陈

默法官所言诉前调解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虽由法院委派进行，实质上是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义务是

否在诉前处分，认为只要能通过诉前调解实质性化解行政争议的案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均应

纳入诉前调解范围[7]。 

4.2.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不健全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是指在调解主体的主持下行政相对人和行政机关就行政争议

达成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共同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申请，由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依法审查后对其效

力予以确认，出具行政争议“诉前调确”的调解书。2021 年 5 月 28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推

进行政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的意见》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经诉前调解达成和解协议，当事人共同申

请司法确认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确认和解协议效力，出具行政诉前调解书。”2022 年 1 月 19 日，最

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争议多元化解工作的意见》第十四条规定，“经诉前调解达成

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对调解协议所涉行政争议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行政调解协议是在诉讼外达成的，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双方当事人

可以就调解协议共同向对行政争议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进入司法确认程序经依法审查后

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诉前调解书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目前，《行政诉讼法》和《浙江省行政调解办法》没有对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予以确

立，仅存在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司法文件中，各地方法院对诉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缺乏统一

的上位法依据。 

4.3.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不明确 

《浙江省行政调解办法》规定了行政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根据行政争议制作行政调解书，由双方

当事人、调解主持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行政调解机关印章，自各方当事人签收之日起生效，当事人应

当按照约定履行。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调解书的，行政调解机关应当责令履行。2023 年 9 月 1 日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

政复议调解书，经各方当事人签名或盖章，并加盖行政复议机关印章，即具有法律效力。上述法律、法

规中对于行政调解书与行政复议调解书具有法律效力作出了规定，但该法律效力是否包含强制执行的法

律效力，尚未明确。实践中，往往存在很多行政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在达成行政调解协议后，行政机关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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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诚实信用原则，不履行行政调解协议所约定的内容、履行行政调解协议的内容不符合约定、不完全履

行行政调解协议的内容等等，致使原行政争议未得到实质性的化解，引发当事人对该纠纷提起上诉、申

诉，导致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实质性化解纠纷的功能丧失并对司法审判资源造成浪费。故应在立法中明确

行政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力，使行政纠纷通过行政调解实质性化解，避免再次进入诉讼程序对司法资源

的浪费。 

5. 非诉化解纠纷中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制度优化 

5.1. 完善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立法规定 

《浙江省行政调解办法》中第四条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对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履行行政管理有

关的民事纠纷；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赔偿、补偿、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行政裁量权做出的行政行为以及其他依法可以调解的行政争议。“其他依法可以调解的行政

争议”是对行政争议调解适用范围的扩大，但也未正面明确列举出可以调解的情形。不过为了防止过分

扩大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第五条反面列举了不适用行政调解的情形。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行政争

议调解的适用范围作出了正面列举，以下行政争议可以通过行政争议调解中心这个平台来化解:一是涉及

党政中心工作的；二是行政处罚等涉及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三是行政赔偿、行政补偿、行政协议、

行政给付等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四是申请履行法定职责，且履职申请有合理要求的；五是符合《行政

诉讼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在行政诉讼中一并解决的相关民事争议；六是当事人自愿调解的。 
通过《浙江省调解办法》以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适用行政调解的具体规定看来，虽然《浙江

省调解办法》未对“其他依法可以调解的行政争议”的情形作出明确规定，在实践中的萧山法院对其进

行了正面列举适用调解的情形以及遵循自愿调解的规定，不仅明确列举了适用行政调解的情形，而且对

于当事人自愿进行行政调解的行政争议没有适用范围上的限制。笔者认为，除了赔偿、补偿、自由裁量

权的，各省《行政调解办法》可以采取正面列举和反面列举的方式完善行政争议调解适用范围的立法规

定，便于各地法院对行政争议调解的适用范围有明确的上位法依据，统一各地法院具体适用的标准。一

方面，可以正面列举适当扩大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除了法律反面的强制性规定不能进行调解的外，有

关行政争议的双方当事人同意的，调解不会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可以由行政机

关对该行政争议进行诉前调解；另一方面，可以反面列举限制行政调解的情形，例如恶意调解的、损害

国家及公共利益的等等。通过立法的规定完善行政调解的适用范围，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将行政争

议实质性化解在诉前，实现案结事了，减轻人民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 

5.2. 优化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 

应当在《行政诉讼法》中确立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规范各地法院对行政争议诉

前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的具体流程。完善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司法确认程序，依法督促行政相对人和

行政机关对调解协议进行司法确认，确保经司法确认后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效力，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在诉前得到救济，防止达成调解协议后的行政争议进入诉讼程序造成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实质地优化

司法审判资源的配置。优化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审查机制，参照《关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争

议多元化解工作的意见》中诉前调解司法确认程序的规定，达成诉前调解协议的，双方当事人自调解协

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可以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司法确认，经法院依法审查后申请出具诉前调解书。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对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有合法性审查义务，该经过诉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

必须符合《行政诉讼法》第六十条第二款的规定，遵循合法、自愿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

和他人合法权益，才能出具诉前行政调解书；出现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强制达成调解协议、违反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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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超出自由裁量权范围进行调解的、双方当事人恶意调解的，人民法院不应确认调解

协议的效力。 

5.3. 明确行政争议诉前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与纠纷一次性解决原理的考虑，纠纷双方当事人应当受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拘

束，不得在调解协议被撤销或者被宣告无效前，再次就原始的纠纷产生争议[18]。对于行政调解协议的效

力，多数观点是认为行政调解协议与人民调解协议一样具有民事合同的效力，经人民法院的司法确认程

序过后，可以申请强制执行[8]；少数观点是认为行政调解协议是由行政机关主持的调解，基于其公权力

的性质，行政调解具有较高的合法性和规范性，所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应当高于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19]。
在行政复议调解中，行政复议调解书的法律效力分为两种情形：情形一是未经司法确认程序的行政复议

调解书；情形二是经过司法确认程序的行政复议调解书。未经过司法确认的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

事人签字后生效，相当于复议决定，双方当事人之间受其内容约束，各自履行义务，但不具有完全确定

的执行力[20]。笔者赞同少数观点，《行政复议法》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制作调解协议书，经双方当事人签

字并加盖行政机关印章后具有法律效力，被申请人应当履行行政复议调解书，被申请人不履行或者无正

当理由拖延履行行政复议调解书，行政复议机关或者有关上级机关应责令其限期履行，并可约谈或者予

以通报批评被申请人；对于申请人、第三人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复议调解书的，由复议机关依法强制执

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上述法律中对于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复议调解书的，可以由行政复议

机关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可以推定出该行政复议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同理，行政机

关在达成行政调解协议过后，不履行行政调解协议并不应当只规定“责令限期履行、通报批评”，应当

赋予该行政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当行政机关不履行行政调解协议的，行政相对人可以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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